
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

 

  

侯才 

  

康德关于认识含有感性(Sinnlichkeit)、知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三个要素或层次的理论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一种不仅被黑格尔

认可、而且亦被马克思恩格斯认可的普适性的权威定论。在康德看来，感性是接受印象的能力，知性是规则的能力，理性是原理的

能力，它们一起构成人类认识的完整结构。康德的这一划分，揭示了认识的基本层次或基本要素，确立了理性的至高地位，在人类

认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康德的这一理论作为定论长期以来未受到任何质疑，然而，究其实质，它是对西方哲学传统和思维方式所作的哲学诠释。这一

认识模式纯然是基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立场的，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至上主义。它至多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主流传统才是适

用的，而容纳不下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东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堪称其范本。

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却与其迥然而异：它无疑也含有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并不归结为理性主义；它较注重和强调悟性、直觉

和体验，但又不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毋宁说，它在本质上更具有“悟性”的色彩，是“悟性主义”的。这种东方的悟性

主义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大异其趣，却又相映成辉。 

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主义思维方式在儒家的“格致”(“格物致知”)、道家的 “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中体现

得最为集中和鲜明。 

儒家的“格致”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被誉为“格致之学”。以至在近代，人们曾用“格致学”的称谓去翻译西方“哲学”这一概

念。“格致”或“格物”之法，是孔子《大学》之旨，《大学》则可视为孔子哲学观的代表作和集中阐释。何谓“格物”?历代注

家众说纷纭，诠释不一。举其要者，有三种代表性的解释：一种可谓认识论的解释，以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夫之等为代表，如

二程和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一种是伦理学的解释，以王阳明、刘宗周、王畿等为代表，如王阳明的“致良知”于事物说；还有

一种是实践论的解释，以颜元等为代表，如颜元的“手格其物”(“犯手实做其事”)说。这些注说，尽管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

而细究起来，却均不甚确切。其实，所谓“格”，“标准也”；引申意为“度也，量也”(《广韵》)。所谓“格物”，通俗地说，

就是用既有的思维尺度、框架去衡量、测度对象。也就是如同我们今日所说，用“先验范畴”(康德)或“逻辑之格”(列宁)对对象

进行加工、整理和把握。只是这种把握绝非是理性主义的，而毋宁说更具有“豁然贯通”的悟性特色，正如程子所释：“大学始

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

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集注》)实际上，孔子本人也明确地反对过于理性化的思考，这可以从他对季文子

“三思而后行”所持的保留态度中看出：“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因为在孔子看

来，如若过多地理性思考，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往往反致迷惑。 

老子的“玄览”(帛书《老子》作“玄鉴”)，概括了道家的根本思维方式。王弼释其为“极览”(《老子道德经注》)，河上公释其

为“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从今天的视域来看，可以将其理解为，从最超验的层次对事物的一

种整体性的观照和透察。按照老子的阐释，“玄览”的基本方法是，“塞其说，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老子》五十六章)。也就是说，要排除一切感性经验、语言概念和欲望，保持内心的清静和安宁。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常无

欲，以观其妙”(《老子》一章)。魏晋时期的玄学，当被视为这一方法论的充分发挥和展开。 

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是中印文化融合的产物，又吸收了儒家特别是道家(玄学)的要素，凝聚了中国乃至东方悟性思维的精华。体现

了佛教思维方式的“了悟”，佛家将其释为：生起真智，反转迷梦，觉悟真理实相。在佛家看来，“开悟”是修行之目的，而“菩

提”为所悟之智，“涅槃”为所悟之理，佛及阿罗汉则为所开悟者。佛教义理对“悟”或“了悟”有甚为精密、详尽的研究和解

说。例如，依所悟之程度，将悟分为“小悟”和“大悟”(有“悟一分为小悟，悟十分为大悟”之说)；依所悟之迟速，将悟分为

“渐悟”和“顿悟”；依所悟之途径，将悟分为“解悟”和“证悟”(由理解真理而知者为解悟，由实践修行而体得真理者为证

悟)；依所悟之主体，将悟分为“悟自”和“悟他”(自己了悟为悟自，令他人了悟为悟他)，如此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了悟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堪称无数佛教大师和佛教徒通过世代刻苦修行实

践所取得的丰富的悟性体验的结晶。这种悟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质尤其在中国禅宗中得到典型的充分的呈示。 

在《坛经》中，可以发见和寻觅到禅宗悟性论思维方式的一切要点：(1)“自悟”法。强调“自悟自修”，诉诸个人体验。之所以

要自悟自修，是因为佛性在我，佛在自心，“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悟自修的具体方法是“用智慧观照”。“如若不得自

悟，当起般若观照”。“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澈，识自本心”。而这种智慧也是个体本性中自有的：“本性自有般若之

智”。(2)“生慧”法。主张善能生慧，善为慧之基，故重视善行、善念。认为，“见一念善，智慧即生”。(3)“不住”法。讲求

“无念”、“无相”、“无住”。慧能申明：“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三者的关系

是，体认“无相”是基础、前提，“无相”则能“无住”，“无住”则能“无念”。而所谓“无念”，仍然是在念上“无住”，即

“于自念上离境”，“见一切法不住一切法，遍一切处不住一切处”。由此也可见，所谓“无住”或“不住”，不仅包括对“相”



的不住，也包括对佛法的不住，即对一切法采取“不取不舍”的态度(所谓“一行三昧”)。慧能说：“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

不舍，即见性成佛道。”(4)“禅定”法 。慧能也强调“坐禅”、“禅定”，但他并不拘泥于其形式，而是在实质上赋予其特殊涵

义。关于“坐禅”，他界定为：“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关于“禅定”，他界定为：“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

内定，故为禅定。”这样，所谓禅定，实际上仍然是“不住”，不过是“不住”的不同说法。(5)“顿”“渐”法。悟有“顿

悟”、“渐悟”之别。初看上去，似乎这是两种法门，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因人而施的同一方法。慧能对此作了阐释，认为：

“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坚持己见，见疾即顿。法无渐顿，人有利钝，故名渐顿。”(6)“相因”法或“反说”法。用一

个极端消解另一极端，用一个片面对抗另一片面，用一方映照、说明另一方，以此复归“中道”或整体，实现对整体(“中道”)的

领悟。慧能提出：“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他还说：“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

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为此，慧能还提出36对矛盾，以供提问应答参考，称之为36对法，即：天地、日

月、暗明、阴阳、水火、有为无为、有色无色、有相无相、有漏无漏、色空、动静、清浊、凡圣、僧俗、老小、长短(一曰高下)、

斜正、痴慧、愚智、乱定、戒非、直曲、实虚、险平、烦恼菩提、慈害、喜嗔、舍啬、进退、生灭、常无常、法身色身、化身报

身、体用、性相、有情无情。  

应该说，中国禅宗所承继并加以发展的佛教传统中的悟性思维方式和特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所

做出的特殊的重大贡献。因此，有必要下大力气对其加以挖掘，进行创造性转换和提升。本文即是初步尝试。 

二 

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界定，“悟”是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觉的、明澈的观照和透察。而“悟性”则是兼有感性和理性

特点、因而也具有辩证性质的(如恩格斯所言，辩证思维是佛教徒所具有的)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觉的、明澈的洞察或领悟能

力。综括而论，这种突出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中国禅宗中的悟性思维或悟性体验，具有下述本质特点。 

自我性。悟性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性质，是一种自我意识性，与自我相关联。悟，要通过自我，以自我为悟之主体。同时，道或佛

性就在我自身上体现，因此，我又是悟之客体。即使是悟物，也以悟我为前提。如此，道我不分，佛我不分，故需要自格自致，自

修自悟。孔子说，“道不远人”(《中庸》)，“君子求诸己”(《论语·宪问》)，“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老子说，

“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慧能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悟自修”，“识自本心”(《坛经》)。悟性的这

种自我性，在根本上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个体的认知体验。 

本体性。这里的本体性，是指一种道德的本体性，即以道德本体为根基。《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要旨是将思建立在善的基础之上，将善作为

思的前提。老子的“重积德则无不克”(《老子》五十九章)和慧能的“善生慧”也体现了同一意旨。此点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

这一特色，即认识论与伦理学密不可分：认识论包摄伦理学，真与善有机融合和统一，两者浑然一体。这种认识论要求人们不是仅

用理性去认知对象，而是用整个身心去感悟、体验对象，因此，它必然要求人们遵从道德律令，以便使其自身的行为与对象的内在

节律相一致。 

整体性。也就是说，是对对象的整体性把握。悟性的整体性源于对象的整体性，是对象的整体性要求的。具体说来，在儒道释那

里，它源于道或佛性的整体性，即道体为一，佛性不二。老子提出“是以圣人报一为天下式”(《老子》二十二章)，庄子论及“主

之以太一”(《庄子·天下》)，孔子申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些都可以视为对对象即“始源”之统一性的不同

把握和表述。而慧能主张“性在身心存”、“佛是自性作”(《坛经》)，强调佛我的统一，泯除主客的分离与对立，其实质也是表

达和再现对象的统一和完整。 

直接性。即摈除事象、语言、文字等一切间接性，直接指至整体、本性。如佛教所言，“忘象息言”，“彻悟言外”(《高僧传》

卷七《竺道生传》)。《老子》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孔子亦云“言不尽意”

(《易经·系辞》)，慧能则强调“以心传心”、“不假文字”(《坛经》)，从中可见，悟性所诉诸的直接性，不是面对事象、表

象、现象的直接性，而是面对“始源”本体即所谓道体或佛性的直接性。这里，如何对待语言十分重要和棘手。语言具有二重性，

既有解蔽功能，又有遮蔽功能。但是禅宗对待语言的态度十分辩证，表现了高度的智慧。譬如慧能提出的“不取不舍”法。就语言

而言，“不取”的含义是弃绝、回避语言、文字、思维逻辑、理性思辨等中介的运用，“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以免“心不

行《法华》转”；“不舍”的含义则是，在不取的同时，又运用语言、文字、思维逻辑、理性思辨等中介，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来超

越它们，即所谓“心行转《法华》”。这在理论上，实际既承认了语言性空，又肯定了语言性不空，如《坛经》所说：“即云不用

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言语本性不空。迷人自惑，语言除故。” 

逆向性。打破日常和常规思维定势，采用反的、负的或逆的说明方法，通过诉诸差异、矛盾、对立、悖论、冲突、抵牾来打破偏

执、区分、片面、极端、僵死、界限和限定，达到和实现对对象整体之直接的乃至瞬时的领悟。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

四十章)、“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五十八章)，孔子讲“叩其两端而竭”(《论语·子罕》)、“执其两端”(《中庸》)，程

颐提出“物极必反”(《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方以智论及“相反相因”(《东西均·反因》)，这些与慧能的“相因”法或“反

说”法一样，都体现出通过“执端”而最后“取中”的特征。应予以特别注意和重视的是，对于“始源”这一最高对象的认知来

说，这种反的或负的方法的实质和特殊意义在于：不说不可言说和不可思议的东西是什么，而只去说它不是什么；通过可思议和言

说的东西，思议和言说不可思议和言说的东西。 



从上述悟性思维的若干特质中可以看出，悟性如同感性、理性一样，也是人类认识固有的一个重要层次或重要因素。而且，正因如

此，它也绝非是康德所指谓的那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具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特点的“知性”(Verstand，有时也被译为“悟

性”)，而是兼具感性和理性的特征，因而，应被视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具体说来，感性含感觉、直觉、表象等诸层次，具有直

接性、具体性、生动性、多样性等特点；理性含概念、判断、推理等诸形式，具有间接性、抽象性、深刻性、统一性等特点；而悟

性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直接性与间接性、具体性与抽象性、生动性与深刻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融合。它既同感觉主义、经

验主义、直觉主义相对立，又同理性主义、逻辑主义、思辨主义相对立。因此，感性、理性、悟性是人类认识的三种要素或三个主

要层次，而感性直观、理性反思和悟性体验则是哲学的三种基本的认识方式和手段。三者都是人类认识固有的，不可缺少的。德国

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将悟性排除在外，是对人类认识的一种肢解和片面化。 

三 

总体上说，以儒道释特别是中国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思维方式，完全超出了康德所划定的“感性、知性、悟性”的认

识框架，超出了康德将理性视为认识的最高形式的观点，从而也超出了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本身。正如铃木大拙对“悟”所

阐释的：“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的察照，与分析或逻辑的理解完全相反。实际上，它是指我们习于二元思想的迷妄

心一直不曾感觉到的一种新世界的展开。”(铃木大拙，第68页) 

应该说，哲学有两种主要的传统，即理性主义传统与“悟性主义”传统；有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即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在广义

上使用“思维”概念)。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其长处和特色。对此，冯友兰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哲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

方法。前者是可思的、清晰的、假设的概念；后者是不可思的、神秘主义的、直觉的概念。前者是西方的，后者是东方的。而一个

完全的形上学即哲学系统，应始于正的方法，终于负的方法。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勿宁说它在

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而是超越理性的。(参见冯友兰，第305页) 

鉴于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各自特点，应该在这两种思维方式中建立一座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桥梁，以利于两者的沟通与融合。

如果说，未来文化是一种“世界文化”，那么，这种思维方式的沟通和融合则与价值观的整合一样，将构成这种世界文化的本质和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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